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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对于民间矿业投资而言 ,招商承办制度本身的缺陷只是表面原因 ,更深层次

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不完全财政制度 。对于官方矿业投资而言 ,原因有二:一为清政府的

政府储蓄严重不足 ,一为清政府对于社会资金高效运作所需要的企业制度供给严重滞后。

因此 ,总结起来 ,我们认为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 、政府资金供给约束 ,以及政府企业制度供给

约束是近代时期官办和官督商办煤矿失败的内在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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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 ,煤炭供求之间存在很大缺口 ,煤炭供不应求无需赘言。缓解供求矛盾 ,一方面可以降

低需求 ,另一方面可以增加供给 ,但由于技术所限 ,清政府还没有能力发现并开采煤炭的替代性能源

以降低需求 ,因此对煤炭供求失衡的调解 ,主要就在于对供给一方的激励与约束。就供给一方来讲 ,

国内矿业投资的主体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民间投资 ,一是官方投资。对于民间投资而言 ,清代前期

(1840年以前),清政府实行招商承办制度 ,鼓励民间投资 ,但最终却并没有带来民间投资的持续繁

荣。对于官方投资而言 ,虽然 1840年以后清政府改行官办 、官督商办制度 ,但依旧没有带来官方投资

的持续繁荣 ,以致最终受到外国在华直接投资的严重排挤。

缘何如此? 我们的分析发现:对于民间投资而言 ,招商承办制度本身的缺陷(煤税累民等)只是表

面原因 ,更深层次的原因还在于清政府的不完全财政制度;对于官方投资而言 ,原因有二 ,一为清政府

的政府储蓄严重不足 ,一为清政府对于社会资金高效运作所需要的企业制度供给严重滞后。① 下面

我们分别就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 、政府资金供给约束以及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展开论述 ,以探究官

僚资本被挤出的内在原因 。

一 、不完全财政制度约束

所谓“不完全财政” ,即“国家出入有经 ,用度有制” , ② 是清政府建立之初确立的收支原则。所谓

的“经制” ,是指国家每年正常的财政收支根据《会典》 、《则例》等法典式文献规定 ,有相对固定的范围

和额度 。③ 这种“出入有经 ,用度有制”的不完全财政制度最大的缺陷 ,就是弹性不足 ,不能因事设

费。④

不完全财政在支出方面“当支而不支” ,因此 ,要按照清政府的命令完成各项缺乏经费安排的事

务 ,就必须谋求其他的筹措经费途径 ,从而就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弊端。如果仅从现象来看 ,其弊端主

要可以归结为两点:

第一 ,官吏贪污受贿成风。官吏并非天性独贪 ,薪俸低廉是其直接诱因。对此 ,有史载 ,薪俸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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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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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何平:《清代不完全财政制度下的赋税负担与税收失控》 ,《税务研究》2000年第 2期。

具体来讲 ,岁入主要包括田赋 、盐课 、关税和杂赋四项 ,岁出主要分为皇室经费、兵饷 、宗室百官俸禄 、工程费等 ,以上均为经

常性项目 ,相当于现在的预算内收支。

程含章:《论理财书》 ,《清经世文编》上册 ,中华书局 1992年版 ,第 650页。

投资的繁荣 ,一方面在于企业资金供给的充足 ,另一方面在于社会资金运作的高效率 ,而这两点 ,晚清官僚资本恰恰都不具

备。



廉 , “不取之百姓 ,势必饥寒。若督抚势必取之下属 ,所以禁贪而愈贪也。夫初任不得已略贪赃 ,赖赃

以足日用 ,及日久赃多 ,自知罪已莫赎 ,反恣大贪。下官贿以塞上司之口 ,上司受赃以庇下官之贪 ,上

下相蒙 ,打成一片。”① 康熙帝最重廉吏 ,但是也有感慨 , “所谓廉吏者 ,亦非一文不取之谓 ,若纤毫无

所资给 ,则居官日用及宗人 、胥吏何以为生?”② 顾炎武也指出 ,“今日贪取之风 ,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

可去者 ,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③

第二 ,向百姓加征泛滥。地方公费缺乏 ,必须由地方官员设法解决 ,而地方官员别无它途 ,只有向

百姓直接加征。军费供给不足 ,则必须由有关军务官员摊赔 ,军务官员的职守是治兵 ,所以其应付摊

赔的办法也只有向地方勒索 ,而最终的负担仍然是落在百姓身上 。这样由于财政支出不足 ,官员在筹

措地方公务经费和军费时就不得不越轨犯禁 ,直接或者间接向百姓加征。

以上这些仅仅是不完全财政弊端的表象 ,最严重的一点还在于 ,清政府的行政制度本身已经因此

产生了自身难以克服的矛盾 ,即贪污 、加征等不合法行为的逐渐隐性合法化 。

具体来讲 ,由于薪俸低微 ,地方公费缺乏和军费供给不足等财政缺口的存在 ,地方官僚和将领为

了完成职守 、应付各方面的支应而谋求非法的经费筹措途径 ,对中央政府的有关法律条规形成冲击。

由于有较正当的理由 ,他们的私自征取对中央政府形成倒逼之势 ,使清廷在政策执行和管理上被迫放

松。比如在地方文官方面 ,以耗羡为填补私囊的行为 ,清廷最初是严行禁止的 ,继而加以默认 ,最后以

耗羡归公和养廉银制度的建立加以有条件地限制 ,并在制度上加以承认。武职俸薪的微薄 ,最初是自

行影占虚冒兵额 ,以求占食粮饷来补助用度。康熙四十二年(公元 1703年)始 ,对绿营将领实行“亲

丁名粮”制度 ,对其影占 、虚冒兵额加以有条件地限制 ,这实际上也是使非法变为合法 。这种地方官员

与清政府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最终导致清政府在政策的执行上 ,法不行 ,行不果 ,也就是说 ,清政府

行政体制的效用已经大大降低 ,甚至已经部分地失去了应有的效用 。不完全财政制度导致的行政制

度扭曲 ,渗透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领域 ,煤矿业自然也不例外 ,煤税累民 、执照寻租愈演愈烈 ,实仅

为典型一例而已 。

二 、政府资金供给约束

在不完全财政支出制度下 ,官吏的不合法行为隐性合法化 ,严重制约了招商承办制度的积极作用

的发挥 ,从而使民间采煤业在这种制度约束下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这在某种意义上也为晚清政府改

变煤矿开采政策提供了决策基础。因为晚清政府舍民间开采政策 ,而取官办 、官督商办制度 ,意在弥

补近代官办企业用煤需求急剧增长所带来的需求缺口 ,而单纯依靠民间开采已实不足矣 。但是 ,改行

官办制度 ,首先就需要有政府资金投入的保障 ,如果政府能够保障充足的资金供给 ,其对资本形成的

贡献也是巨大的 ,近代日本的迅速崛起就是典型一例。

中国与日本在近代化早期阶段存在诸多相似之处 。④在相似的历史背景 、起步条件以及发展过程

下 ,日本树立了一个政府主导型近代化的典型 ,而中国却与之大相径庭 ,政府资金约束条件的不同 ,就

是一个直接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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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第一 ,两国都是在和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之后才开始自己的近代化过程的 ,在主要条款如治外法权 、关税不能

自主 、开辟租界 、开放通商口岸等方面 ,两国是相同的;第二 ,两国在 19世纪中叶以前 ,都长期处于相对封闭状态 ,对外贸易不发达 ,农

业人口占极大的比重 ,作为后发的封建农业国 ,人均收入水平低下 、资本短缺是两国在进行工业化的过程中 ,共同面对的主要问题;第

三 , 19世纪 60年代初期到 90年代中期 ,即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主要进行期的这段时间 ,西方列强正处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

义的过渡时期 ,对外以商品输出为主 ,中日两国政府仍然掌握着选择和发展的主动权;第四 ,两国早期兴办的近代企业 ,都是首先作为

自救自强的措施 ,由两国政府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引进和推行的 ,在近代化的早期阶段 ,两国政府都扮演了组织者和导演的角色。朱

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 ,东方出版社 1994年版 ,第 4—6页。

顾炎武:《日知录》卷 12。

《清圣祖实录》卷 239。

蒋良骐:《东华录》卷 9。



(一)日本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的相关关系检验

日本政府对近代资本形成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从而使其成为近代化模式中的典范 ,这里我们不拟

作定性分析 ,而是通过计量经济学提供的检验方法 ,对日本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之间的相关关系作一

精确测度 。

在建立模型之前 ,首先来看一下日本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的变化情况。绘制日本政府储蓄与投

资变动曲线图 ,见图 1。可以看到 ,虽然日本政府储蓄与投资的增长速度不同 ,但总体来讲 ,其变化趋

势是相似的 ,除去19世纪 90年代和20世纪 10年代前期由于甲午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导致政府储蓄

呈负增长 ,其他时期政府储蓄和投资都呈不断上升状。

图 1　近代日本政府储蓄和投资变动曲线

资料来源:江见康一:《资本形成》 ,《长期经济统计》第 4卷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1年版;江

见康一等:《财政支出》 ,《长期经济统计》第 7卷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68年版。

　表 1 日本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相关系数

政府投资 政府储蓄

政府投资 1.00000 0.9365

政府储蓄 0.9365 1.00000

　　计算日本政府储蓄与政府投资的相关系数 ,可以看

到二者之间具有很强的相关性 ,见表1 。

下面建立模型来准确估计日本政府储蓄对其投资的

影响程度。我们以日本政府投资为被解释变量(Yt ,单

位:百万元),以政府储蓄为解释变量(X t ,单位:百万元),

建立一元一阶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估计结果如下:

Y t =0.918504
(15.83)

Yt-1 +0.731070
(7.55)

X t -0.581139
(-4.85)

X t-1 (1)

R
2
=0.979　　ARCH(1)=0.39　　LM(1)=0.25　　LM(2)=1.14

s.e.=120 577.0　　F=1 191.201　　DW=2.16　　Q(15)=21.03

其中 DW 和LM(1)、LM(2)是分别用来检验模型的随机误差项是否存在自相关的统计量 ,因为 DW =

2.16 , LM(1)=0.25 , LM(2)=1.14 ,所以模型中不存在一阶 、二阶自相关。 ARCH(1)是用来检验模型的随

机误差项是否存在一阶自回归条件异方差的统计量 ,因为 ARCH(1)=0.39 ,所以模型中不存在自回归

条件异方差。Q(15)=21.03说明模型的残差序列是一个白噪声过程 。①

进一步求 Y t 与X t 之间的长期关系 ,对上式两侧的变量求期望 ,并合并整理得:

Y t =1.84X t (2)

　　该结果的经济含义表明 ,日本政府每增加 1百万元的储蓄 ,政府投资就会相应增加 1.84百万元。

因此 ,通过计量检验 ,可以看到 ,日本政府给其投资实业提供了充足的资金保证 ,即使在投资规模不断

扩大 、资金不足的情况下 ,政府也要举债进行投资活动 。1876—1890年间和 1911—1920年间 ,日本政

府储蓄均低于政府投资 ,投资资金不足部分 ,则由日本政府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和增加债务来进行调

配 ,据日本学者的研究 ,战前日本政府储蓄和投资间的差额与日本政府债务增加相关度极高 ,呈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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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晓峒:《计量经济分析》 ,经济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第 100 、202—203页。



　　　　　 　表 2 1840 年以前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统计 单位:万两

岁入(A) 岁出(B)
赤字

(C=A-B)

赤字率 盈余率

(D=C A)

1653 2 438.3 1 800.0 638.3 26.18

1657 2 548.6 2 500.0 48.6 1.91

1682 3 110.0 — — —

1685 3 123.0 — — —

1724 3 092.6 — — —

1748 3 767.5 — — —

1766 4 554.0 3 451.0 1 103.0 24.22

1791 4 359.0 3 177.0 1 182.0 27.12

1812 4 013.0 3 150.0 863.0 21.51

1839 4 191.9 3 178.3 1 013.6 24.18

　　资料来源:转引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上海人民出版

社 2000 年版 ,第 39 页。

波动态势 。①

　　(二)清代的政府储蓄状况

首先我们对清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作

一分析。在1840年以前 ,清政府的财政仍

处于盈余状态 ,且每年的盈余率都在 20%

以上(仅个别年份除外),仅从这一点看 ,晚

清政府制定官办 、官督商办制度是有一定

经济基础的。详见表 2。

但从 1840年以后的晚清政府开始 ,盈

余大幅减少 ,甚至频频出现赤字 ,且赤字率

最高年份达70%以上 。详见表 3。

绘制清政府财政收支变动曲线 ,可以

看到 ,基本以 1840年为界 ,在此之前 ,曲线

多在 0度线以上波动 ,即为正的盈余率 ,在

此之后 ,曲线多在 0度线以下波动 ,即为负

的赤字率 。添加线性回归趋势线 ,可以看

到 ,财政收支的总体趋势是呈盈余率减少

而赤字率上升的态势变动 。详见图 2。

通过以上长期统计结果 ,可以看到 ,清政府的财政状况不断恶化 ,财政收支缺口日益扩大 ,大大限

制了中国政府的储蓄能力和规模 ,降低了政府对资本形成的供给力度 ,使得政府兴办近代企业的财政

资金保障系统日益脆弱。

不仅晚清政府财政资金不足问题凸现 ,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情形更糟 , 20 世纪 20年代前 ,政

府储蓄② 规模下降幅度大约在 10—20%,到 30年代 ,下降幅度平均已经达到 300%多。③

(三)近代中国政府储蓄对资本形成贡献的计量检验

下面再通过计量经济学提供的方法 ,对近代中国政府储蓄对资本形成的贡献作一计量检验。④

测度政府储蓄对资本形成的贡献 ,主要就是测度其对资本形成总额的影响 ,因此 ,我们以中国近

代企业的资本总额为被解释变量(Yt ,单位:百万元),以近代中国政府储蓄为解释变量(X t ,单位:百万

元),由于投资一般具有时滞性 ,为此 ,选择建立一元二阶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⑤

建立一元二阶动态分布滞后模型 ,估计结果如下:

Y t =1.427040
(5.51)

Y t-1 -0.395997
(-1.42)

Y t-2 -0.404825
(-1.31)

X t +0.005741
(0.01)

X t-1 -1.921725
(-3.32)

X t-2 (3)

R
2
=0.99　F =36 058.24

　　这里 ,虽然 F 统计量通过了检验 ,但 F 统计量是用来检验被解释变量与一组解释变量之间是否

存在回归关系的统计量 ,通过 F 检验 ,并不表明每个解释变量都对被解释变量有显著的解释作用(即

为重要解释变量),所以还要对每个解释变量的系数进行显著性检验 ,即 t检验。可以看到 ,X 变量都

没有通过 t 检验 ,这就表明该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影响不显著 。这表明 ,近代中国政府储蓄与近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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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数据来源:中国近代企业资本总额 ,根据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3卷 ,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 ,第 731 、734页

数据计算;近代中国中央政府储蓄额 ,据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23页计算。

由于数据所限 ,这里所选时断的上限为 1894年 ,鉴于数据越多回归效果越好 ,把下线延长到 1936年。

张东刚:《总需求的变动趋势与近代中国经济发展》 ,高等教育出版社 1997年版 ,第 123页。

政府储蓄,是指政府收入减去政府经常性支出之间的差额。

石弘光:《政府的储蓄和投资》 ,大川一司:《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 ,东洋经济新报社 1975年。



国企业资本形成之间的相关关系不显著 ,前者对后者的作用不大 。
表 3　　　　　1840—1912 年晚清户部库银收支统计 单位:万两(1840 1894)、万元(1899 1912)

岁入(A) 岁出(B)
赤字 盈余

(C=A-B)

赤字率 盈余率

(D=C A)
岁入(A) 岁出(B)

赤字 盈余

(C=A-B)

赤字率 盈余率

(D=C A)

1840 1 035.0 900.0 135.0 13.0 1855 995.7 1 008　 -12.3 -1.2

1841 679.6 900.0 -220.4 -32.4 1856 922.0 914.2 7.8 0.8

1842 1 091.4 900.0 191.4 17.5 1859 1 558.0 1 335.0 223.0 14.3

1843 792.0 1 099.2 -307.2 -38.8 1860 939.7 1 279.6 -339.9 -36.2

1844 900.0 901.9 -1.9 -0.2 1861 710.8 658.2 52.6 7.4

1845 907.0 900.0 7.0 0.8 1873 1 127.4 1 162.3 -34.9 -3.1

1846 904.4 900.0 4.4 0.5 1891 1 424.5 1 305.3 119.2 8.4

1847 900.0 848.0 52.0 5.8 1894 1 338.2 1 415.5 -77.3 -5.8

1848 900.0 900.0 0.0 0.0 1899 129.2 148.3 -19.1 -14.78

1849 878.1 946.1 -68.0 -7.7 1903 154.2 198.3 -44.1 -28.60

1850 865.6 956.4 -90.8 -10.5 1909 386.2 395.1 -8.9 -2.30

1852 919.7 1 110.4 -190.7 -20.7 1911 443.5 437.6 5.9 1.33

1853 563.8 984.0 -420.2 -74.5 1912 445.4 572.0 -126.6 -28.42

1854 1 044.2 1 046.9 -2.7 -0.3

　　　资料来源:转引自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 , 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 , 第 140 页;周育民:《晚

清财政与社会变迁》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 ,第 70 页。

图 2　清政府财政收支状况(1653—1912)

资料来源:同表 2 、表 3。

三 、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约束

无论是对政府资金供给状况的考察 ,还是对政府储蓄对资本形成贡献的计量检验 ,都证明政府资

金供给不足 ,从而严重制约了官方投资的发展 。但是如果政府能够及时提供有利的制度支持 ,从而使

企业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金 ,同样可以带来近代企业的繁荣 。通过对晚清政府企业制度供给的剖析 ,

我们发现 ,晚清政府在企业制度供给方面的行为依旧是一种事后的供给 ,这种严重滞后的制度供给 ,

不仅延误了国内企业发展的时机 ,而且给外资挤入提供了可乘之机。对于新式采矿业而言 ,清政府主

要采取了官办或官督商办的企业组织形式 ,其中官督商办企业制度是晚清政府在企业制度供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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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创新之作。从表面看 ,官督商办与此前的招商承办似有一脉相承之感 ,但实则不然。“官督商办” ①

的实质何在?这就要对其治理机制进行剖析 。

公司制度的运营绩效取决于公司制度的权利结构安排 ,而公司制度的权利结构安排合理与否又

取决于公司控制权的安排合理与否 ,因此 ,公司由谁控制 ,是公司治理机制的核心问题。以往提到“官

督商办”企业 ,皆以官府控制一言以蔽之 ,其实并不尽然 ,其间存在一个权利的转移过程 ,而正是这个

转移过程 ,使其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 ,同时通过这个转移过程 ,我们也可以进一步认识晚清经济

政策的实质所在 。

(一)创办初期买办商人控制权的建立

公司制度的产生与发展 ,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 ,是公司的一般发展要求 。但是 ,只要一

个企业存在利益冲突 ,而且 ,这种利益冲突又不可能通过合约来解决 ,就必然会产生利益群体之间制

衡机制的设计问题 ,即公司治理问题 ,而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 ,治理机制也会有所

不同 ,这是公司发展的特殊 ,即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是与具体的历史发展时期和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特

殊国情紧密相关的。

近代中国公司制度的发生 ,是机器大工业发展的必然;而“官督商办”公司治理机制的选择 ,则是

清政府使然。经过长期的战争 ,清政府财政枯竭 ,已无力为新式企业提供财政支持;而且 ,兴办近代企

业所需的技术知识和组织能力 ,对于地主阶级知识界来讲也是陌生的 ,其只知“空谈学问” ,对洋务则

“漫不经心” 。② 而经过西方资本主义势力近 30年的扶植 ,到了19世纪 70年代 ,买办已成为一个熟识

西国公司经营而又资历雄厚的社会阶层 ,因此 ,李鸿章等洋务派官僚即专意瞩目那些“熟悉中外语言

文字” ,“熟悉生意 ,殷实明干”的买办商人 ,并假手“官督商办” ,形成了洋务派大官僚和大买办商人的

结合 。

在结合的初期 ,大买办商人暂时掌握了公司的控制权 ,而其所独有的优势 ———资本和专业技能 ,

则正是其掌握公司控制权的基础。具体来讲:

第一 ,买办商人成为公司的主要投资者。在轮船招商局初创时期 ,旧式商人朱其昂负责筹资 ,筹

得直隶练饷合银约 12.3万余两③、李鸿章 5万两 、旧式商人 1万两及未付款约 10万两 ,显然 ,其构成

仍以官款为主 ,至开张后 ,购船设栈 、建立码头等项事宜均需巨款 ,以致李鸿章担心“股份过少 ,恐致决

裂” , ④ 旋即委派唐廷枢(怡和洋行买办)为总办 ,徐润(宝顺洋行买办)为会办 ,负责招股事宜 ,一个月

后 ,便有消息透露:“招商局近殊盛望 ,大异初创之时 ,上海银主多欲附入股份者。”⑤ 据载 ,在一期资

本总额100万两中 ,徐润投资 24万两 , ⑥ 唐廷枢至少也有 10万两 ,此外 ,买办陈树棠 、刘绍宗还有 10

万余两 ,总计在 1873—1874年的实收资本总额中 ,买办投资占 77.8%, ⑦ 显然 ,买办投资占绝对多数。

开平煤矿情形类似 ,据载:“开平煤矿之所以能筹集巨资 ,主要是通过唐茂枝(继其兄唐廷枢后 ,任怡和

洋行总买办之职)的巨大势力和努力奔走 , ”⑧ 另据其后人唐绍仪称 ,唐氏家族拥有开平最大股份。⑨

另据统计 ,在1876—1882年间开办的官督商办煤矿中 ,买办资本占 91.4%。上海机器织布局的创办

资本总额中 ,买办投资占 70.6%,其中郑观应(太古洋行买办)、徐润各 5万两。由此可见 ,在一些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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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我们是对清政府所办“官督商办”企业的整体进行剖析, 而不是仅仅局限于煤矿业 ,目的就在于强调对其实质的界定所

具有的普遍意义。



部门的“官督商办”公司中 ,买办投资占据了极大的比重 。

第二 ,买办商人是“官督商办”公司的实际经营管理者 。中国早期工业化运动是由买办商人和传

统士绅(上层官僚和传统绅商)发动的 ,而上层官僚与其说懂得经营管理 ,不如说更懂得儒学经典 ,而

传统绅商“虽为贾者 ,却咸近士风” , ① 只有买办商人通过与外国资本家的长期接触 ,逐渐学会了经营

近代企业的技能 ,可以说这种技能是无价之宝 ,是其他阶层所无法获得的 。1872年 ,李鸿章委派朱其

昂筹办轮船招商局 ,次年 ,即改派唐廷枢和徐润接替朱其昂 ,而唐廷枢经营轮船招商局的成功可以从

其离开该局时 ,一名外国人的评论中看出来:“我总以为这是一件憾事……我们不能将唐景星(唐廷

枢)留在招商局内 ,以至无法利用他的业务才干 ,毋须给他绝对的管理权 ,每周两次的董事会议使他的

才干得以发挥就可以了。”② 而开平煤矿的成功也要归功于唐廷枢的管理 ,卡尔森评价说“他在这里

所起的作用与其在招商局是一样的 ,”③ 外国人对他的“现代思想” 、“进步精神和博大思想”以及对

“先进手段的真切渴望”④,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另外 , “硕学买办”郑观应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中起到

了和唐廷枢一样的作用。

(二)买办商人的绅化与政府控制权的建立

在公司制度的发生阶段 ,买办商人掌握公司控制权 ,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开风气之先的积极

作用 ,继轮船招商局 、开平煤矿 、上海机器织布局等大型企业的开办之后 ,又有大批类似企业兴起 ,19

世纪 80年代初 , 《申报》称“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 ,每一新公司起 ,千百人争购之 ,以得股票为幸 。” ⑤

《字林沪报》也称“凡开矿公司 ,如长乐 、鹤峰 、池州 、金州 、荆门 、承德 、徐州等 ,一经禀准招商集股 ,无不

争先恐后 ,数十万款 ,一旦可齐 。” ⑥ 但是这种发展很快就中断了 ,问题的关键就在于:买办商人的绅

化 ,以及由此带来的公司控制权在一定条件下发生的转移。

功名和职衔是绅士的基本标识 ,因此 ,所谓买办的绅化 ,就是买办商人取得功名和职衔。起初 ,买

办的绅化是以服务于外国商人为缘起的 。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 ,买办一蹴而就为“欧洲商人与清国商

人之间不可或缺之媒介者是也 。” ⑦ 职责由为洋商采买物品 、管理杂务一蹴而变为替洋商经纪买卖 、

代理买卖 ,由于为洋商经营中外贸易不仅要与华商接近 ,而且要能够与清政府官僚通达款曲 ,以打通

关节 ,故买办的绅化势属必然 ,怡和洋行买办唐廷枢和唐茂枝兄弟 、宝顺洋行买办徐润 、太古洋行买办

郑观应均是通过捐纳取得官衔之人 。19世纪 70年代 ,随着近代机器工业的发展和公司制度的发生 ,

买办凭借其所独有的资本和专业技能优势 ,又成为洋务派大官僚竟相延纳的对象 ,从而买办的绅化就

变成了洋务派官僚借以笼络 、控制买办商人的一种手段 ,进而同时 ,也就使以资本和专业技能优势为

基础的控制权所有受到了以特权优势为基础的控制权所有的潜在威胁 ,因为 ,既然为官并且服务于清

政府 ,就理应听命于清政府。

随着公司制度的广泛发展 ,地主阶级知识界对公司认识的深化 ,以及外国对中国资本输出欲望的

加强 ,买办商人最初所独有的优势相应地也在逐渐弱化甚至消失 ,从而以特权为基础的控制权所有取

代以资本和专业技能优势为基础的控制权所有的时机也就日渐成熟。具体来讲 ,就是买办商人的资

本逐渐退出“官督商办”公司 ,大买办商人的经营管理权逐渐被剥夺 。从 1883年起 ,李鸿章一反过去

“商务应由商任之 ,不能由官任之 , ”⑧ 的论调 ,撤换唐廷枢 、徐润 ,直接以官僚盛宣怀(下转第 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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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三联制”等 ,均与 1949年以后国营企业的管理办法大异其趣。显然这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国营

企业制度还有着不容忽视的差别 ,二者之间既有历史的延续 ,也有随着时代变化而发生的变异 ,其间

因革取舍的历史转换过程 ,显然还大有文章可做。另外 ,作者不同意一些学者仅仅将中国国营企业的

形成视为中国革命与共产主义运动之特殊产物 ,而是力图从国统区国营企业内部寻找答案 ,这体现了

作者的勇气和史识。不过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营企业(或者称之为公有企业)并非国统区所独有的 ,红

色根据地也有 ,不过数量和规模较小罢了。但根据地的国营企业及其管理制度 ,对建国后的国营企业

制度的影响显然也是不容低估的。作者在书中对此虽略有涉及 ,惜限于篇幅 ,未能进一步深入探讨 ,

这不免影响了本书之研究结论对 20世纪后半期中国国营企业制度的解释力度 。

第三 ,在研究方法与理论的选择方面 ,作者主要选取诺斯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中有关制度变迁的

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的理论进行分析 ,却忽视了运用新制度经济学的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来进

行分析 ,这不免影响了分析的深度 。我以为作者似乎过于强调了意识形态的作用 ,相对忽视了决策者

基于利害得失的权衡 。譬如 ,有的企业为员工提供社会服务与福利设施而不是依靠市场供应来解决 ,

可能就是在特定的市场条件下 ,为了节省交易成本而做出的制度选择 ,不一定与意识形态的变化有多

大关系 。在国营企业制度的建立过程中 ,国家的地位与作用举足轻重 ,它的决策动机往往是复杂的 ,

不仅仅有履行公共职能 ,维持统治秩序的考虑 ,也有追求财政收入最大化以及决策者个人权力最大化

等的考虑 。这两方面的动机究竟孰轻孰重 ,尚有赖进一步研究。国内的学者在研究国民政府的国营

企业制度时 ,多强调国民党政权的阶级性质及其垄断资源 ,攫取私利的一面 ,而对其顺应时代要求 ,满

足社会需求的一面多有忽视 ,此固不免有失偏颇。但本书作者在考虑国民政府及其精英人物的决策

动机时 ,主要只是从应对危机方面着眼 ,相对忽视对其对党派利益与个人私利方面的考虑 ,恐怕也同

样有失偏颇。如果作者能够有效地应用国家理论与交易成本理论进行分析 ,或许可以弥补这一偏差 ,

并使本课题的研究更为全面 、深入 。

此外 ,对于中国传统社会固有的制度与文化资源禀赋的具体内涵及其影响 ,作者的看法恐怕也未

必全面。同时下许多海外中国学研究者相比 ,本书作者虽然比较重视吸纳中国大陆学者的相关研究

成果 ,但仍有一些显得不够充分之处。

(上接第 141页)

接替轮船招商局 ,而且 ,招商局不再募集商股 ,所需资金唯外国银行借款是赖 。1892年 ,开平煤矿由

醇亲王侍役 、江苏候补道张翼接替 ,同样 ,一改招股集资办法 ,而直接以开平矿物局财产作抵押 ,向外

国势力乞求贷款 。1893年 ,上海机器织布局落入盛宣怀之手 ,资本构成与初创时期大相径庭 ,商股仅

占全部资本的 1 3。就这样 ,地主阶级知识分子(以盛宣怀为代表)最终取代大买办商人掌握企业经营

管理权 ,并把筹集资金的重点转向外国资本 ,从而买办商人的优势丧失殆尽 ,控制权转移到了洋务派

官僚手中 。近代中国第一批规模较大的“官督商办”公司完全被剥去了“商办”的外衣 ,相应地 , “官督

商办”企业就成为名副其实的官僚资本企业了 。

“官督商办”企业控制权开始发生转移的时期 ,正是清政府的弥留之际 ,从总体形势来看 ,清政府

官僚资本企业已经开始转而招商承办 ,改归民营 ,因此这种权利转移实际上是清政府弥留之际的一股

逆流。① 而恰恰是这股逆流的出现 ,延误了国内资本发展的大好时机 ,使外国在华投资有机可乘 ,尤

其是煤矿业投资 。

政府约束对国内矿业投资发展的制约 ,仅仅给外国在华矿业投资提供了一个有利的时机 ,而外资

最终得实现对国内投资的挤出 ,还要仰赖于其有效的投资策略 ,因此我们还需要对外国在华矿业投资

策略进行分析。鉴于篇幅所限 ,我们会另文专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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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许涤新 、吴承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2卷 ,人民出版社 1990年版 ,第 629页。


